
进口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
识别、 分解与机理

　 　 邓　 明

摘要: 本文将 1998—2006 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数

据进行匹配, 以中国 2002 年加入 WTO 为准自然实验,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中

国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进口竞争对中国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明, 进口竞争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在经过一系列的稳

健性检验后, 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此外, 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研究

表明, 进口竞争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通过挤出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企

业和吸引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进入来实现的; 从微观机理上看, 进口竞争虽然能

够提高企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这使得企业

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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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的基尼系数自 1994 年开始超过 0. 4 的警戒线, 并呈总体上升趋势。 国家

统计局数据表明, 2003 年, 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0. 479, 此后持续上升到 2008 年的

0. 491; 尽管之后中国基尼系数开始回落, 但是到 2017 年, 依然高达 0. 467, 远高

于 0. 4 的国际警戒线。 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探讨, 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 又称

功能性收入分配, 这是初次分配的结果; 二是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 又称规模性收

入分配, 是经过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后再分配的结果 ( 郭庆旺和吕冰洋,
2012[1]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关于个体间收入差距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

研究的重点领域, 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 随着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急剧下降

(白重恩和钱震杰, 2009[2] ), 学术界又将目光投向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
在中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下, 劳动收入份额的不断下降会引发多方面的不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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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一方面,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蔡昉, 2005[3] ); 另一方面,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 抑制

整个社会的消费增长, 导致经济难以健康运行 ( 李稻葵等, 2009[4] ; 罗长

远, 2014[5] )。
鉴于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影响劳动收入份

额的因素展开了研究。 无独有偶的是, 如图 1 所示,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急剧下降的

时间正好对应中国加入 WTO 从而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时间。 因此, 对外开放对中国

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成为了研究者广泛关注的问题, 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

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 (邵敏和黄玖立, 2010[6] ; 李坤望

和冯冰, 2012[7] ; 余淼杰和梁中华, 2014[8] ; 蒋为和黄玖立, 2014[9] )。 但是, 已

有研究普遍忽略了进口关税削减导致的进口竞争强度提升所带来的影响。

图 1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1992—2016)

数据来源: 佩恩表 (10. 0 版), https: / / www. rug. nl / ggdc / productivity / pwt / pwt-releases / pwt100。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 而积极扩大进口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魏浩和和连慧君,
2020[10] )。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 从 2009 年起, 中国一直位列世界第二大进口

国; 2019 年, 中国的货物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10. 74%, 仅次于美

国。 这意味着, 中国的国内生产部门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进口竞争。 基于此, 本文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所进行的关税削减为准自然实验, 将企业层面

微观数据与 WTO 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进口产品关税税率数据进行匹配, 研究关税

税率下降所带来的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进一步, 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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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解为企业内收入分配效应、 行业内的企业间效应、 企

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 研究进口竞争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不同构成部分的

作用; 同时, 从企业层面研究了进口竞争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机理。

二、 文献综述

尽管普遍认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偏低, 但学术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变化趋

势仍存在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 李稻葵等

(2009)、 白重恩和钱震杰 (2009) 均利用省际收入法证实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逐步下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总是呈

下降趋势, 张车伟和张士斌 (2010) [11] 在省际收入法的基础上, 剔除了城乡自雇

者的资本性收入, 发现 1978-2007 年间的劳动份额保持着相对稳定; 章上峰和许

冰 (2010) [12] 采用收入份额法和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法两种方法测度劳动报酬比重,
均发现劳动报酬比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化趋势。

劳动收入份额问题在中国为何如此引人关注? 第一, 要素收入份额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最终的收入分配格局 (郭庆旺和吕冰洋, 2012); 如果国民收

入主要由资本所有者获得, 难免会导致最终的分配不均 (李稻葵等, 2009)。 第

二,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性, 中国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力相对受限,
劳动收入在大部分人的收入格局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所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容

易导致多方面的矛盾, 例如, 放大居民收入差距, 产生社会问题, 还会抑制消费增

长, 不利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第三, 要素收入份额还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

经济增长 (黄乾和魏下海, 2010[13] )。
既然劳动收入份额如此重要, 那么,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过低的因素又是什么?

技术因素、 市场结构等是被广泛讨论的因素。 在技术因素方面, 一些研究从偏向型

技术进步这一角度入手, 理解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 ( Bentolila
 

and
 

Saint-Paul, 2003[14] ); 同样, 偏向型技术进步也被大量研究证实是导致中国的劳

动收入份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 黄先海和徐圣,
2009[15] ; 张杰等, 2012[16] )。 在市场结构方面, 市场垄断 (白重恩等, 2008[17] )、
劳动力的部门转移 (罗长远, 2011[18] ; 刘亚琳等, 2018[19] ; 蓝嘉俊等, 2019[20] )
和民营化 (罗长远和张军, 2009[21] )都被认为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产生了影

响。 由于劳动收入份额急剧下降的时间正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速度最快的时期, 因

此对外开放与要素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被广泛关注。 但是, 基于不同视角、 不同数

据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例如, 罗长远和张军 (2009) [21] 基于中国省际

层面数据的研究表明, FDI 的引入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向影响; 张莉等

(2012) [22] 通过构建要素收人份额的决定方程证实了国际贸易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

的提升; 张杰等 (2012) 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特殊的出口模式是中国宏观层面劳

动收人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推手; 余淼杰和梁中华 (2014) 基于 1998—2007 年中

国制造业贸易企业的微观数据, 发现进口的下降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 中间投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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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技术引进的成本, 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但是, 姜磊和张媛

(2008) [23] 、 白重恩和钱震杰 (2010) [24] 等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研究则认为出口贸

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唐东波 (2011) [25] 、 唐东波和王洁

华 (2011) [26] 通过构建以劳资议价为特征的劳动收入份额方程, 发现贸易扩张显

著地提高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纵观上述研究, 可以发现, 已有关于对外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研究大多

基于地区层面或行业层面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这使得机制识别不够深入, 也缺乏微

观基础; 另外, 在研究视角上, 现有研究也更多关注出口所带来的影响, 而忽略了

进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 本文以中国加入 WTO 后进行的

进口关税削减为准自然实验, 研究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进口竞争对中国行业层面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三、 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 背景事实与模型构建

2002 年初, 中国开始履行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关税减免责任国家, 大幅度降

低关税税率, 2002 年的算术平均关税税率由 2001 年的 15. 3%降至 12%; 按照 2001
年的进口实绩计算, 加权平均税率由 9. 5%降至 5. 6%, 降幅为 41. 6%。 但是, 不

同行业和产品的关税下降幅度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分为加工进

口企业和一般进口企业。 自 1988 年起, 中国海关就对加工进口企业进口原材料实

行保税政策, 即免收关税, 但对一般进口企业进口则不减免关税 (特殊情况除

外)。 因此, 在加入 WTO 前的 2001 年, 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税率远高于

加工进口企业面临的关税税率。 加入 WTO 后, 一般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迅速

下降, 而加工进口企业面临的进口关税几乎无变化, 这使得加入 WTO 后的进口关

税减让主要出现在一般进口企业中 (余淼杰和梁中华, 2014)。 Liu 等 (2021) [27]

的研究也表明, 一个行业在 2001 年面临的进口关税税率与该行业在 2001-2005 年

间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幅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差异为本文识别进口竞

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提供了天然的实验组和对照组。 借鉴 Liu 等 (2021) [27]

的研究, 本文构建如下的双重差分模型 (DID) 来识别进口竞争对行业层面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
LSit = βTariff2001i × Post2002t + X′

itγ + μi + λ t + εit (1)
其中, LSit 表示行业 i 的在时期 t 的劳动收入份额; Tariff2001i 表示行业 i 在

2001 年所面临的进口关税税率, 如果行业 i 在 2001 年的关税税率大于该年度所有

行业关税税率的中位数, 则 Tariff2001i 取 1, 否则取 0。 因此, 变量 Tariff2001i 取 1
的行业为实验组, 取 0 的行业则为对照组。 变量 Post2002t 用以刻画加入 WTO 这一

政策冲击, 在 2002 年之前, 该变量取 0, 2002 年及之后年份取 1; X it 是控制变量

集合, μi 和 λ t 分别用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在

模型 (1) 中, 本文最感兴趣的是参数 β, 如果 β< ( >) 0, 说明在 2001 年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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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更高进口关税税率的行业在加入 WTO 之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增加) 更多, 由

于 2001 年之前面临更高进口关税税率的行业在加入 WTO 之后的进口关税税率下降

幅度要高于在 2001 年之前面临较低进口关税税率的行业, 这就说明, 进口关税税

率的下降会降低 (提高) 劳动收入份额。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与 Liu 等 (2021) [27] 的研究类似, 本文通过如下方式得到行业层面的进口关

税数据。 首先, 使用 WTO 网站提供的关税下载工具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获

得中国行业层面的进口关税税率数据。 WTO 网站提供了基于海关协调编码 ( HS)
6 位数行业中的每个产品的关税细目数据以及平均、 最低和最高从价关税, 但这个

数据包含的是 1996、 1997 以及 2001 年之后的数据, 本文使用来自于世界银行的

WITS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对 1998 - 2000 年的产品关税数据进行补充, 由此得到

1998—2006 年的 HS 编码 6 位数行业的产品进口关税数据。 HS 编码系统在 2002 年

前后发生了变化, 因此本文将适用于 1997—2001 年数据的 HS1996 编码与适用于

2002—2006 年数据的 HS2002 编码进行了匹配, 统一为 HS2002 编码。 最后, 将

HS2002 编码 6 位数行业的产品进口关税加总为行业层面的进口关税。 进一步地,
本文将行业层面的关税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匹配。 由于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所使用的行业分类标准是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本文首先将

HS2002 编码的 6 位数行业与第三版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ISIC
 

version3) 中的 4 位码

行业进行对应, 将其转换为 ISIC 分类的 4 位码行业, 然后再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所使用的 GB-T4754—2002 分类中的 4 位码行业进行匹配①, 从而得到依据中

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 4 位码行业的进口关税数据。
除了进口关税数据, 其他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为了使得该数据

库的数据符合本文研究目的, 本文作如下处理: 首先, 参照 Brandt 等 (2012) [28]

的序贯匹配思路对 1998—2006 年的原始数据进行匹配。 其次, 为剔除一些异常值

的影响, 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 第一, 删除关键变量 (如企业代码、 总资产、
总产值、 销售收入、 工资、 福利、 应交所得税、 利润总额) 缺失的观测值。 由于

2004 年的数据缺失严重, 且不包含工业增加值数据, 故予以剔除。 第二, 剔除明

显违背会计准则的企业, 如资产不等于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 总资产小于流动资

产或固定资产、 总负债小于流动负债或长期负债等。 第三, 剔除从业人数小于 10
人的企业。 第四, 剔除劳动报酬占比异常的企业, 如劳动报酬占比为负值或远大于

100%等。 第五, 剔除了数据库中非制造业行业的所有数据。 最后, 得到 1998—
2006 年 (不包含 2004 年) 482 个四位数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

模型 (1) 中的被解释变量为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将其定义为行业内企

业付给劳动者的报酬总和同行业内企业增加值总和的比值。 本文采用收入法计算企

业增加值, 具体包含四个部分: 折旧费、 劳动者报酬、 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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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劳动者报酬由工资和福利费两个部分组成; 营业盈余=销售利润-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补贴收入+期间费用中应核算为营业盈余的增加值项目, 其中, 销售利润=
销售收入-销售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 生产税净额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管理费用中的税金+应交增值税-补贴收入+期间费用中应核算为营业盈余

的增加值项目。
为了控制一些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层面信息, 本文还在控制变量集合中引入了如

下变量: ( 1) 资本-劳动结构 ( lnkl), 用行业层面的资本与劳动之比的对数

(lnkl) 来衡量。 (2) 融资约束 ( loanrate), 用融资成本来衡量, 融资成本用利息

支出与总负债的比值来度量。 (3) 行业竞争强度 (hhi), 用赫芬达尔指数 (hhi)
来度量。 (4) 企业所得税税率 (cor_ tax), 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 (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 / 税前利润, 将分子和分母进行行业层面的加总, 即可得到行业

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 ( cor_ tax)。 (5) 外资占比 ( foreignrate), 用行业层

面外商资本与港澳台资本之和同行业层面实收资本的比值来度量。 (6) 国有资本

占比 ( soe), 用行业层面国有资本和实收资本的比值来度量。 ( 7) 企业规模

( size), 用行业内企业的总资产均值的自然对数来度量。 (8) 价格加成率 (mark-
up), 计算公式为: 价格加成率 =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收

入。 (9) 本文还控制了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一些变量, 包括资本产出比 (ky)、 净

资产收益率 ( roe) 和资产负债率 (debtrate), 在计算时均将分子和分母加总到行

业层面。 表 1 给出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s 3
 

856 37. 209 21. 538 11. 925 74. 300

lnkl 3851 3. 414 1. 206 0. 042 7. 013

loanrate 3849 0. 026 0. 054 -0. 016 0. 403

hhi 3854 0. 102 0. 199 0. 004 0. 675

cor_ tax 3
 

856 0. 231 0. 140 0. 096 0. 425

foreignrate 3
 

856 0. 197 0. 392 0. 007 0. 575

soe 3
 

856 0. 483 0. 913 0. 009 0. 847

size 3
 

856 13. 178 3. 006 7. 604 16. 269

markup 3853 0. 264 0. 427 -1. 432 4. 735

ky 3
 

856 1. 583 2. 436 -0. 026 7. 605

roe 3
 

856 0. 236 0. 300 -0. 048 1. 856

debtrate 3
 

856 0. 463 0. 218 0. 016 0.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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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归结果分析

(一) 特征事实分析

本文根据四位数行业的进口关税税率将四位数行业划分为低进口关税税率行业

和高进口关税税率行业。 图 2 给出了两类行业的加权进口关税税率的时间趋势图,
从中可以看出, 在 2002 年之前, 两类行业额劳动收入份额并不存在差异, 但从

2002 年开始, 高进口关税税率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要明显高于低进口关税税率行

业。 由于 2001 年进口关税税率较高的行业在加入 WTO 后进行了更大幅度的关税减

让 (Liu
 

et
 

al. , 2021), 这就说明, 与 2001 年面临较低关税税率的行业相比, 2001
年面临较高关税税率的行业在 2002 年之后面临更激烈的进口竞争, 由此可以初步

判断, 进口竞争的加剧降低了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图 2　 不同关税税率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注: (1) 此处的劳动收入份额均为加权计算得到的; (2) 低进口关税税率行业和高进口关税税率行业

是依据 2001 年四位数行业的进口关税税率划分的, 当年的进口关税税率大于中位数的行业为高进口关税税率

行业, 反之则为低进口关税税率行业。

(二) 基准回归结果

尽管从图 2 可以初步看出进口关税税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 但考虑到

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同期发生的其他政策冲击, 并不足以说明进口关税税率下

调一定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因此, 本文借助模型 (1) 的估计结果对此进行进一

步论证, 表 2 给出了模型 (1) 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列 (1) 只控制了企业所

得税有效税率、 行业固定效应与时期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交互项 Tariff2001 ×
Post2002 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 2001 年进口关税税率较高的行业, 即加入 WTO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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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下调幅度更大的行业, 其劳动收入份额在加入 WTO 后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
由此说明进口关税税率的下调会降低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为了考察交互项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 在列 (2) — (4) 中, 本文逐步引入其他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
交互项 Tariff2001×Post2002 的系数估计均显著为负。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Tariff2001×Post2002 -0. 799∗∗∗ -0. 658∗∗∗ -0. 814∗∗ -0. 721∗∗∗

(0. 207) (0. 114) (0. 403) (0. 186)

hhi -0. 149∗∗ -0. 093∗ -0. 122∗

(0. 068) (0. 051) (0. 067)

lnkl
-1. 997 -3. 038∗∗

(1. 045) (1. 481)

loanrat -15. 843∗∗∗ -13. 900∗∗∗

(3. 909) (3. 206)

cor_tax 1. 300∗∗ 2. 115
 ∗∗∗

(0. 641) (0. 536)

foreignrate
-0. 893 -0. 772∗

0. 665 0. 420

soe
-0. 116 -0. 095
(0. 243) (0. 318)

size -2. 689∗∗∗ -2. 196∗∗∗

(0. 094) (0. 040)

markup -10. 314∗∗∗ -13. 150∗∗∗

(2. 053) (2. 719)

ky 0. 817∗∗

(0. 404)

roe
-4. 818

3. 590

debtrate 6. 771∗∗∗

(1. 218)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856 3
 

854 3
 

849 3
 

849

R2 0. 416 0. 459 0. 640 0. 784

注: (1) 括号内标准误聚类到两位数行业层面, 下同; (2) ∗∗∗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 下同; (3) 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行业进口关税税率为加权税率, 下同。

(三) 模型设定检验

模型 (1) 的 DID 模型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 给定其他控制变量集合

{X it, μi,
 

λ t}, 交互项 Tariff2001i ×Post2002t 与随机扰动项 εit 不相关; 换而言之,
如果中国没有在 2002 年加入 WTO, 实验组 ( 2001 年税率较高组) 与控制组

(2001 年税率较低组) 的劳动收入份额应该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 即满足平行趋

势。 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对该假设进行检验:
(1) 预期效应检验。 尽管中国是在 2002 年正式加入 WTO 的, 但这个谈判过

程开始于 1995 年, 其中困难最大的谈判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 199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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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中美共经历了 25 轮谈判, 于 1999 年 11 月达成中国加入 WTO 的双边协议,
扫除了中国加入 WTO 的最大障碍。 因此, 中国企业可能在 2000 年或者 2001 年形

成中国加入 WTO 进而降低关税税率的预期, 从而调整生产行为来应对关税税率下

调, 这会导致模型 (1) 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因此本文需要排除该预期效应。 为

此, 本文在模型 (1) 中引入变量 Tariff2001i 与 Year2000t 和 Year2001t 的交互项,
其中, Year2000t 和 Year2001t 为年份虚拟变量, 当 t = 2000 时, Year2000t 取 1, 否

则取 0, Year2001t 的设定与此类似。 表 3 列 (1) 的结果表明, 交互项 Tariff2001×
Year2000 和 Tariff2001×Year2001 的系数均不显著, 交互项 Tariff2001×Post2002 的系

数依然显著为负, 这说明企业并没有在 1999 年或 2000 年形成中国加入 WTO 的预

期并调整其生产和分配行为。

表 3　 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变量 (1) (2) (3) (4) (5)

Tariff2001×Post2002 -0. 725∗∗∗

(0. 191)

Tariff2001×Year2000
-0. 089 -0. 117
(0. 128) (0. 104)

Tariff2001×Year2001
-0. 064 -0. 131
(0. 093) (0. 189)

Tariff2001×Year1999
-0. 153
(0. 207)

Tariff2001×Year2002
-0. 245
(0. 286)

Tariff2001×Year2003 -0. 444∗∗

(0. 213)

Tariff2001×Year2005 -0. 983∗∗∗

(0. 241)

Tariff2001×Year2006 -0. 703∗∗∗

(0. 183)
Tariff1998×Post1999 0. 047

(0. 050)

Tariff1999×Post2000
-0. 019
(0. 016)

Tariff2000×Post2001
-0. 012
(0. 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849 3
 

849 3
 

849 3
 

849 3
 

849

R2 0. 786 0. 801 0. 694 0. 691 0. 693

(2) 平行趋势检验。 尽管图 2 表明, 低进口关税行业与高进口关税行业的劳

动收入份额在中国加入 WTO 前有着接近的均值和变化趋势, 但为了检验是否严格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本文参照 Moser 和 Voena (2012) [29] 的做法, 将模型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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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项 Tariff2001×Post2002 替换为组别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Tar-
iff2001×Year1999, …, Tariff2001 ×Year2006, 重新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3 列

(2) 所示, 结果表明, 交互项 Tariff2001 ×Year1999、 Tariff2001 ×Year2000 和 Tar-
iff2001×Year2001 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

(3)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本文从如下两个方面进

行安慰剂检验。 第一, 本文将中国加入 WTO 的时间人为前移至 1999、 2000 和

2001 年, 由于这几年中国进口关税没有太大变动, 所以如果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

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确实是由中国加入 WTO 带来的关税削减导致的, 那么这种虚

拟的政策冲击应当不会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因

此, 本文将模型 ( 1) 中的交互项 Tariff2001 × Post2002 分别替换为 Tariff1998 ×
Post1999、 Tariff1999×

 

Post2000 和 Tariff2000×Post2001 进行回归, 替换后的回归结

果如表 3 的列 (3)、 (4) 和 (5) 所示, 结果表明, 替换后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

著, 证实了假想的政策冲击没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其他未控制的非观测因素依然可能带来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行的第二个

安慰剂检验是将 2001 年行业层面的关税随机分配到不同行业, 同时在 1999—2005
年中随机抽取 1 年作为政策冲击的年份, 然后进行回归, 重复这一过程 500 次得到

交互项系数的 500 个估计结果。 如果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变动是

由中国加入 WTO 导致的, 那么应该不能拒绝这 500 次随机抽样得到的交互项系数

估计值的均值等于 0 的原假设。 图 3 给出了 500 次随机抽样得到的交互项估计值分

布状况, 其均值为 0. 01, 标准差为 0. 193, 无法拒绝交互项系数为 0 的原假设。

图 3　 基于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注: 左边竖线为基准回归中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0.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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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保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

检验。
(1) 改变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方法。 计算增加值的方法主要有收入法和生产

法两种, 前文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时采用的是收入法。 此处, 本文使用生产法计算增

加值并计算劳动收入份额, 然后对模型 (1) 进行再估计。 用生产法计算增加值的

具体公式为: 增加值=总产值-中间投入+应付增值税。 估计结果如表 4 的列 (1)
所示, 结果表明, 交互项系数估计值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 再次验

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
(2) 控制行业的时间趋势特征。 尽管模型 (1) 控制了一系列行业层面的时变

变量, 并且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但仍有可能存在某些不可观测的

随时间变化的因素被遗漏在误差项内, 进而导致上文估计的偏误, 例如, 不同的行

业随时间的发展可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 为了消除这方面的担忧, 本文在模型

(1) 中加入 μi 与时间趋势 trendt 的交互项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 trendt 为时间趋

势项, 等于给定年份的时间指数, 如 1998 年为 1, 1999 年则为 2, 依此类推。 估计

结果如表 4 的列 (2) 所示, 结果表明, 引入行业的时间趋势特征后, 交互项的系

数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负。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Tariff2001×Post2002 -0. 703∗∗∗ -0. 723∗∗∗ -1. 996∗∗∗ -0. 614∗∗∗ -0. 676∗∗ -0. 730∗∗∗

(0. 141) (0. 183) (0. 080) (0. 209) (0. 334) (0. 1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849 3
 

849 964 3
 

849 3
 

849 3
 

681

R2 0. 781 0. 790 0. 815 0. 721 0. 711 0. 752

(3) 两期差分估计。 式 (1) 的双重差分模型实际上是多期差分法, 估计的是

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每一期同加入

WTO 之前的差异, Bertrand 等 (2004) [30] 认为, 这种多期差分方法往往会存在比

较突出的序列相关问题, 从而高估交互项估计量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消除这种担

忧, 本文使用两期差分方法对式 (1) 进行再估计。 具体而言, 以 2002 年为时间

节点将样本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99—2001 年, 第二个阶段为 2002—
2006 年; 然后, 在每一阶段计算出各变量的均值。 这种处理使得样本仅仅存在政

策冲击前 1 期和冲击后 1 期。 估计结果如表 4 的列 (3) 所示, 结果表明, 交互项

的系数估计结果接近于-2 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说明与加入 WTO 前相比,
加入 WTO 后, 高关税组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与低关税组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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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额扩大了 2%左右, 这再一次证实关税削减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4) 控制企业生产的跨行业问题。 一个企业可能生产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但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每个企业只报告了一个所属行业, 这就忽略了企业未

报告的生产活动所属行业的关税税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但是, 一个合理

的猜测是, 一个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虽然可能属于不同的四位数行业, 但应当主要集

中于某一个三位数行业或二位数行业。 因此, 本文在加总得到行业层面的关税税率

时, 将其从四位数行业加总到三位数行业和二位数行业, 这样应当可以大大缓解企

业生产活动的跨行业问题①。 重新加总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4 的列 (4) 和 (5) 所

示, 交互项系数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中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5) 剔除非关税壁垒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进口竞争提升不仅来自于

关税降低, 还来自于非关税壁垒的减少。 中国为加入 WTO, 承诺减少非关税壁垒,
且非关税壁垒减少的时间区间在 2001—2005 年, 与中国入世所处阶段重合。 如不

排除非关税壁垒的影响, 那么入世后控制组中也可能出现进口竞争程度变化较大的

行业。 但非关税壁垒较难量化, 鉴于纺织业的非关税壁垒最多且纺织行业涉及的四

位数行业较多, 因此本文借鉴余淼杰和梁中华 (2014) 的做法, 删除样本中的纺

织行业②后再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4 的列 (6) 所示, 结果表明, 交互项系数

依然显著为负且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五、 机制研究

(一) 行业层面的机制分析: 基于进口竞争的作用分解

从本质上讲, 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变化。 首先, 即使在

定义狭窄的行业 (例如本文所说的四位数行业或六位数行业) 范围内, 行业内企

业在生产力、 定价能力和工资水平方面也存在极大差异 (Lach, 2002[31] ), 所以行

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行业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而变化。 其次, 在企

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通过市场选择

过程和行业内企业进入、 退出而发生变化; 一些使用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也表明,
行业内企业的动态变化对于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非常重要 (Autor

 

et
 

al. ,
2020[32] )。 因此, 本文非常有必要从行业层面的企业动态变化和企业层面的劳动收

入份额两个层面来讨论进口竞争为何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Melitz 和 Polanec ( 2015) [33] 在进行企业生产率分解时, 将 Olley 和 Pakes

(1996) [34] 提出的生产率分解方法 (即 OP 法) 进行了动态扩展, 引入了企业进入

和退出的影响, 形成动态 O - P 分解法 ( Dynamic
 

Olley - Pakes
 

Decomposition,
DOPD), 从而将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企业间效应、 企业内效应、 企业进入效

应和企业退出效应。 这种分解方法契合了本文的需求, Autor 等 (2020) 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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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所有变量依然加总至四位数行业。
主要涉及二位数行业纺织业 (编码 17) 下的 21 个四位数行业。



DOPD 方法对美国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分解。 根据 DOPD 分解法, t0 时

期到 t1 时期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ΔLS 可以分解为:

　 　

△LS = LSS, 1 - LSS, 0( ) + ωEX, 0 LSS, 0 - LSEX, 0( ) + ωEN, 1 LSEN, 1 - LSS, 1( )

= △LSS + △ ∑ j
ω j - ω

-
( ) LS j -LS( )[ ]

S

+ ωEX, 0 LSS, 0 - LSEX, 0( ) + ωEN, 1 LSEN, 1 - LSS, 1( )

 

(2)
式 (2) 将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解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

LSS , 体现了行业内存续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值的变化, 称之为企业内效应; 第二

个部分是 △ ∑ j
ω j - ω

-
( ) LS j -LS( )[ ]

S
, 度量了行业内存续企业的企业规模 (用

增加值比重来度量) 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协方差, 体现了行业内不同劳动收入

份额在行业内份额的变动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称之为企业间效应; 第

三和第四部分则体现了行业内退出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作

用。 我们根据式 (2) 分解了所有四位数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 (单位:%),
然后根据各行业的增加值加权得到整个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的分解结果,
如图 4 所示。 从中可以发现: 第一, 在所有年份, 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率都是负

的, 这与图 2 是一致的; 第二, 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主要是由企业退出和企

业进入所导致的, 这就说明, 退出企业一般是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企业, 而进入企

业为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较高企业的逐年退出以及劳动收入份

额较高企业的不断进入是导致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 4　 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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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的四

个成分: 企业间效应 (LSre allocation)、 企业内效应 (LSw ithin)、 企业进入效应 (LSentry)
和企业退出效应 (LSexit), 然后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①。 结果表明,
进口竞争对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中的企业间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但显著降低了

企业内效应、 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 也就是说, 关税削减带来的进口竞争

显著降低了行业内存续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同时挤出了行业内高劳动收入份额的

企业, 并使得进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更低。 就边际效应来看, 进口竞争对企业退

出效应和企业进入效应的边际作用是相对较大的。

表 5　 进口竞争对劳动收入份额不同构成部分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LSre allocation LSw ithin LSentry LSexit

Tariff2001×Post2002 0. 075 -0. 216∗ -0. 400∗∗∗ -0. 625∗∗∗

(0. 113) (0. 118) (0. 138) (0. 1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367 3
 

367 3
 

367 3
 

367

R2 0. 303 0. 697 0. 484 0. 517

(二) 微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 一般定义为总劳动报酬与增加值之比, 也可表示为人均劳动报

酬与劳动生产率 (人均增加值) 的比值。 所以,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于人均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不成比例的变化, 例如, 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工资没有相应增

加就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事实上, 进口竞争对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工资水平

会产生影响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 只是已有研究依然存在较大争议②。 本文则将这

两方面的研究延伸到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中来, 作为解释进口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进

口竞争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机制。 为此, 本文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yijt = βTariff2001i × Post2002t + η j + λ t + εit (3)

其中, yi jt 是四位数行业 i 中的企业 j 在时期 t 的人均工资增长率 (单位:%)
和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单位:%), η j 用于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其他变量的设

定与模型 (1) 相同。 其中人均工资是企业的人均工资与人均福利之和, 企业劳动

生产率为人均工业增加值。 表 6 的列 (1) 和 (2) 分别给出了人均工资增长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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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尽管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是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值, 此处使用的是劳动增长率, 但考虑到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加入 WTO 之前存在共同趋势, 所以加入 WTO 后, 实验组和对照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也体现为增长率的变化。
进口竞争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可参见 Backus (2020) [35] 、 Chen 和 Steinwender (2021) [36] 的研

究; 进口竞争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研究可参见 Grossman (1987) [37] 。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进口竞争显著提高

了企业层面的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但交互项系数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的边际作用大于对人均工资增长率的边际作用。 进一步,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人均工资增长率之差, 列 (3) 的结果表明, 系数依然显著为

正, 这说明进口竞争虽然同时提高了人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 但两者并不是同比例

地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要大于劳动力工资的提高程度, 这使得进口竞争降

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表 6　 进口竞争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机理

变量
(1) (2) (3)

人均工资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人均工资增长率

Tariff2001×Post2002 0. 959∗∗∗ 1. 536∗∗∗ 0. 480∗∗∗

(0. 266) (0. 404) (0. 109)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86
 

774 1
 

299
 

305 1
 

286
 

215

R2 0. 126 0. 194 0. 139

六、 结论与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导致了最终的收入差距扩大, 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也指出, “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 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阶

段恰好是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阶段, 尽管大量研究讨论了对外开放同劳动收

入份额的作用, 但中国加入 WTO 后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后所带来的进口竞争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却被已有研究所忽略, 这显然与当前积极扩大进口、 全面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的时代背景是不相符的。
本文以中国加入 WTO 后进行的进口关税削减为准自然实验, 将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中的企业微观数据以及 WTO 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产品层面进口关税数

据进行匹配, 通过构建 DID 模型, 实证研究了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进口竞争对中

国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进口竞争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

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 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通

过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所进行的分解研究表明, 进口竞争对行业层面劳动

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通过挤出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和吸引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

进入来实现的; 企业层面的微观机制表明, 进口竞争虽然能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
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这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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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扩大进口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放慢进口开

放的步伐。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 进口竞争之所以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从行

业层面看, 是进口竞争挤出了行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企业; 从企业层面

看, 是进口竞争导致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工资增长率速度。 因此, 为了在扩

大进口的背景下保持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 关键在于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

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结合本文研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进口竞争必

然对国内企业和劳动力就业带来冲击, 被进口竞争挤出的企业是劳动收入份额较高

的企业, 所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压舱石应当是帮助企业纾困, 维持企业生存, 实

现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因此, 政府应当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

和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 根据就业形势变化, 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 聚力支

持企业生存、 支持就业。 第二,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初次分配的结果, 政策制定者

应当积极改善劳动市场的就业环境, 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 加强法律和工会

制度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提高整体就业水平以及劳方的工资议价能力, 健全工资

决定、 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 使得工资能够灵活变化以充分反映劳动生产率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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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from
 

1998
 

to
 

2006
 

with
 

the
 

import
 

tariff
 

data
 

of
 

product
 

level,
 

and
 

basing
 

on
 

the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of
 

China
 

entering
 

WTO
 

in
 

2002,
 

this
 

paper
 

uses
 

DID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ort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ese
 

manufac-
turing

 

industry,
 

which
 

is
 

valid
 

in
 

robust
 

tests.
 

In
 

addition,
 

the
 

decomposition
 

study
 

of
 

la-
bor

 

income
 

share
 

changing
 

in
 

industry
 

level
 

shows
 

that
 

the
 

labor
 

income
 

share
 

changes
 

is
 

mainly
 

achieved
 

by
 

squeezing
 

out
 

firms
 

with
 

high
 

labor
 

income
 

share,
 

also
 

attracting
 

firms
 

with
 

low
 

labor
 

income
 

share.
 

From
 

micro
 

level
 

mechanism,
 

although
 

import
 

competition
 

increases
 

firms
 

labor
 

wage,
 

the
 

competition
  

takes
  

greate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firms
 

labor
 

productivity,
 

thus
 

makes
 

firms
 

labor
 

income
 

share
 

de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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